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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淮平原位于海河平原以南，东临大海，西以伏牛山界豫西山地，南以桐柏山、大别山和淮水以与荆湖及东南区相邻。它包括了今河南与山东二省大部以及江苏、安徽二省淮水以北地区。源出桐柏山的淮水，据《汉书·地理志》、《水经注》和《太平寰宇记》等书所记，它...
黄淮平原位于海河平原以南，东临大海，西以伏牛山界豫西山地，南以桐柏山、大别山和淮水以与荆湖及东南区相邻。它包括了今河南与山东二省大部以及江苏、安徽二省淮水以北地区。源出桐柏山的淮水，据《汉书·地理志》、《水经注》和《太平寰宇记》等书所记，它在汉唐时期是单独流入大海，没有与黄河、长江相混。它自西向东，散存不少河湖，所在地势低洼。今将黄河以南、淮水以北地域概称黄淮平原。平原大地主要分布在今河南、山东境内，又可别称鲁豫平原。严格说来，山东中南部与胶东半岛地域颇多山地丘陵， 自然 地貌与大平原区存在较多差异。不过，高山所占面积不大，众多低山与丘陵的起伏平缓，且分布有若干小盆地和山间平原，山地特性尚不十分突出，因此，本文将它合并为整体进行讨论。至于黄河以北的鲁豫地区以及豫西山地、南阳盆地，将分别纳入海河平原、黄土高原和荆湖区进行研讨。
黄淮平原与海河平原同属黄淮海平原，两相比较，黄淮平原受季风 影响 及其年降雨量均比海河平原为多，气温也相对较高。它同样存在着春旱和夏季雨水集中等不很有利于农作的自然特性。低平坦荡的广大原野，经过劳动人民辛勤努力，上古以来，它已成为我国古代著名的农产区。
黄淮平原诸地的很大部分原是战国时楚国的地域，各地 经济 发展 很不平衡。秦汉时，除了秦汉之际的ｚｈǔ＠①兵以及西汉景帝时七国之乱有过短暂破坏而外，长期处于相当安定的 社会 环境中，农业经济由是有了较快较大的发展。
一、河南平原
河南大地在春秋战国时，大致存在宋、郑、陈、蔡、韩、魏、楚等国，各自在其占领区内作出努力，进行开发。《史记·货殖传》云：“夫自鸿沟以东，芒砀以北，属巨野，此梁宋也。其俗犹有先王遗风，好稼穑。虽无山川之饶，能恶衣食，致其蓄藏”。非常扼要地说明了梁、宋等国在先秦时盛行农作种植业。
秦汉时，河南是中央政权的直辖区。洛阳是河南府的核心，位于伊洛盆地中央和邙山以南，是 历史 上著名的九朝古都所在。
《史记·周本纪》记西周周公、召公积极经营洛邑，使其地位日趋重要。“平王立，东迁于洛邑，避戎寇”。洛阳由是成为东周首要 政治 、经济中心。《史记》卷六九记战国时，年青的洛阳人苏秦游说四方无所成，受到兄弟妻妾们嘲笑，内心很愧疚。其后，游说有成，身为纵约长、六国相。他很感概说，“且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，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”！显示战国时人已广泛重视和珍惜田地和种植。
《史记》卷八五记秦王政尊吕不韦为相国，封文信侯，“就国河南，……食十万户”。受封的十万户人一律依法向吕不韦交租。基于政治、经济等原因，秦汉时，地主官僚占地日益增多。东汉初，面对兼并田地的恶性发展，朝廷一度努力想加扼制。建武十六年
(40)秋，河南尹张ｊí＠②与诸郡守十余人，“皆度田不实，下狱而死”。可见包括京畿在内的田地兼并已很严重，官府想要核实私人占田数量，竟以失败告终。
《禹贡》记豫州以洛阳为中心，“伊、洛、ｃｈáｎ＠③、涧，既入于河”。“田，中上，赋错上中”。豫州土质在全国为第四等；交赋仅次雍州，位居第二等。《周礼·职方》记河南豫州，“畜宜六扰（马、牛、羊、永、犬、鸡），谷宜五种（黍、稷、菽、麦、稻）。二书都揭示了秦汉以前，豫州种植业在全国拥有较重要的地位。
《汉书·食货志》称，“种谷必杂五种，以备灾害”。唐颜邦古注，五谷是黍、稷、麻、麦、豆。古代，大麻与菽均为主食。西汉《记胜之书》记“种麻、预调和田，……浇不欲数。养麻如此，美田则亩五十石及百石，薄田尚三十石”。麻子即为食粮。《淮南鸿烈集解》卷四《坠形训》称：“河水中浊（？调）而宜菽，洛水轻利而宜禾，……平土之人慧而宜五谷”。可让河洛地域在西汉前期盛产豆、粟。《后汉书》卷一七《冯异传》记赤眉与汉军在豫西，出于诱敌需要，赤眉军“弃骝重走，车皆载土，以豆覆其上，兵士饥，争取之”，是知汉代尚以豆为主粮。 汉代河南郡设铁官、工官，冶铸大量农具，洛阳出土了不少汉制犁、铲、锹、锸、锄、镰等铁制农具（注：《农业考古》，1986年第1期，《洛阳农业考古概述》，第101-109页。），那是极有助于当地种植业的开展。位于荥阳、成皋间的敖仓，收贮山东等地运来的大批租粮。《史记》卷60《三王世家》载汉武帝言：“洛阳有武库、敖仓，天下冲院，汉国之大都也”。由此之故，敖仓成为汉代兵家必争地。 在发展农作同时，河南府所在畜牧渔猎仍占有一定地位。突出事例如《汉书》卷58记河南人卜式，自小牧羊，年长仍以田畜为事，兄弟分家，他主动让田产与弟，取百余只羊入山畜养，经历十余年，发展为千余头，购置田宅，且献家财一半与官，资助朝廷以打击匈奴入侵，他本人仍入山田牧。反映出帝都所在河南府，颇多牧草以资畜牧。另外，洛阳等地还饶渔产，《后汉书》卷4和帝永元九年
(9
7)六月，蝗虫伤稼，诏令“山林饶利，陂池渔采，以赡元元，勿收假税”，十一年二月，十二年二月，十五年六月，一再诏令灾民、流民或鳏寡入陂池渔采。由此可见，不少水陂富有水产，可资民众采捕为生。 王充《论衡》卷一二《程材篇》云：“襄邑（河南睢阳）俗织锦，钝妇无不巧，目见之，日为之，手胛也”。河南民间织锦业盛行是和田野广泛种桑养蚕密不可分。《后汉书》卷八四《列女传》记河南乐羊子妻为激励丈夫上学，引刀断织机杼，正是民间普遍存在丝织的一个事例。
颍川是汉代人口稠密生产发展的大郡，《史记》卷四五《韩世家》记秦灭韩，以其地置颍川郡，它毗邻京师，所在大姓宗族横恣。颍阳（今许昌）人灌夫“家累数千万，食客日数十百人，陂田、田园、宗族、宾客为榷利”（注：《史记》卷一○七，《汉书》卷五二《灌夫传》。）。家有食客，并占有陂地、田园的宗族大家，专横一方，很不利于所在种植业的顺利发展。汉宣帝时，太守赵广汉诛灭首恶原、褚等家、豪右震惊，不法行为有所收敛。韩延寿继为郡守，提倡礼让，问民疾苦，消除怨仇，民俗发生了较大变化。黄霸任太守，力倡耕桑、种树、畜养鸡、猪，办事细致公道，在郡八年，种植业和养殖业都大有发展（注：《汉书》卷七六《赵广汉传》。又卷八九《黄霸传》。《通鉴》卷二五，元康三年（前63）。《汉书》卷七六《韩延寿传》。《通鉴》卷二六神爵三年（前59）。）。颍川属县阳城（登封东南），盛产铁，置铁官。生产铁工具有利当地的生产。汉哀帝绥和二年（前7）秋，颍川大水，免当年租赋。《续汉书·五行志三》记和帝“永元十二年
(100)六月，伤稼”。可证颍、汝等水流与颍川郡农作收成具有密切联系。
王莽末年，刘秀起兵，更始元年
(2
3)三月，攻下颍川所属昆阳（今叶县）、定陵（今郾城西）、郾县（今郾城），“多得牛马财物、谷数十万斛”。随后且攻下颍川。反映颍川郡种植业（谷物）与养殖业（牛马等）的兴旺。汉光武帝在位，密切关注各地垦田和户口的增减，陈留吏牍说，“颍川、弘农可问、河南、南阳不可问”。出现这种现象原因在于河南帝京，多贵显，南阳皇帝老家，多皇亲国戚，权贵们田宅逾制，官吏们是无可奈何。都城近郡颍川，朝廷加倍注意控制，招怀反叛者“遣归附农”，或从外地徙民于颍川、陈留，以使之农作（注：参《后汉书》卷三一《郭ｊí＠②传》，又卷二六《赵熹传》。）。从颍川许人陈ｓｈí＠⑥主动将绢二疋交给小偷的故事，很可以察知郡内各地桑蚕业很兴旺。
颍川郡东南的汝南郡与颍川并称为两汉著名大郡，它立郡于汉初。汉武帝时，“汝南、九江引淮，……皆穿渠溉田，各万余顷”（注：《史记》卷二九《河渠书》，《汉书》卷二九《沟洫志》。）。说明汝南郡引淮水溉田，成就颇不小。汝南上蔡人翟方进十分了解本郡低洼地遭水涝的情况。《汉书》卷八四《翟方进传》记“汝南旧有鸿却陂，郡以为饶。成帝时，关东数水，陂溢为害”。方进为丞相，“以为决去陂水，其地肥美，省堤防费，而无水忧”，由是奏请毁陂去水，由是导致旱灾频仍。毁陂以前有陂蓄水，缺水年份可引水灌溉，且养育鱼鳖，予民有利；若是遇上多雨年岁，陂塘水溢，易成灾害。陂既决毁，旱年无水可溉遂致颗粒无收。因此，人们纷纷要求恢复原陂。东汉光武帝时，汝南太守邓晨任命通晓水利的许扬为都水掾，“扬因高下形势，起塘四百余里，数年乃立。百姓得其便，旱岁大稔”。陂池恢复了，又新增耕田数千顷，“汝土以殷，鱼稻之饶，流衍他郡”（注：《后汉书》卷一五《邓晨传》，又卷八二上《许扬传》，《水经注》卷三○淮水。）。我们不大明白，两汉鸿却陂存在时，人们是否利用陂水种稻，可以肯定的是自东汉初年修理陂池后，汝南郡已置有若干水稻田。
《后汉书》卷二九记汉明帝时，鲍昱在汝南，“郡多陂地，岁岁决坏，年费常三千余万，昱乃上作方梁石洫，水常饶足，溉田倍多，人以殷富”。同一件事，《北堂书钞》卷七四《太守》引《续汉书·鲍昱传》云：“昱为汝南太守，郡多陂池，永恒不足，作方梁石洫止之，水方足也”。二书所记不同，很可能是分别就水旱不同年岁情况而言。但同样说鲍昱在职，以石为梁，作水门，且有桥梁相通，便于排泄或截止水流，既然都说“作方梁石洫”，应是有利于农作。只是不清楚，水稻田仍否继续存在，有无新的发展，但“溉田倍多，人以殷富”，应是种植业大发展的结果。 《后汉书》卷五三记汝南安城（今河南正阳东北）人周燮“有先人草庐结于冈畔，下有陂田，……非身所耕渔则不食”。山坡陂田应是水稻田，陂池养鱼，在淮北地区养鱼种稻，颇具有新的特色。《后汉书》卷八二上记汝南平舆（今平舆县北）人廖扶将家中积存数千斛谷物在荒年分与宗族姻亲。平舆在正阳北，家中的积谷大概是粟，那些宗族姻亲自是困难户。汝南慎阳（今河南正阳北）人黄宪“家世贫贱”，“父为牛医”，他为当地耕牛治病，极有利于耕畜饲养，并推动农作发展。至于精研尚书，八代皆为博士的汝南太守欧阳歙，竟坐赃千余万，自是文化人中的败类。 梁国位于陈留郡东南，汉文帝窦后所生刘武由代王转封梁王，《汉书》卷四七记，“梁孝王以爱亲故，王膏腴之地，……百姓殷富”。汉景帝时，吴、楚、胶东、胶西、淄川、济南、赵等七国发动叛乱，聚兵击梁，“梁王城守睢阳（今商丘）。……梁为大国，居天下膏腴地，北界泰山，西之高阳（杞县南），四十余城，多大县”。梁王坚决阻击，杀虏叛军甚多。孝王利用当地的财富，筑东苑，大治宫室，府库大为充实。
梁国以南的沛郡，即今皖北宿州地域，汉属豫州。北境亳州，是上古商汤都邑，《汉书》卷二八下称，“其民犹有先王遗风，好稼穑，恶衣食，以致畜藏”。《续汉书·郡国志二》，称“谯刺史治”，曹腾、曹操、华陀等人都是沛国谯人，谯是汉代军事要地之一，两汉不少战役都在谯地进行。南阳集团出身的光武帝刘秀也曾亲临谯县视察，军事政治地位相当重要。若就农事而言，直至汉魏之际，当地生产极不兴旺。
需要指出，豫东地势低洼，水涝易成灾，河决为害尤大。《汉书·食货志》记武帝时，“河决，灌梁（今商丘）楚（今徐州）地，固已数困。而缘河之郡堤塞河，辄坏决，费不可胜计”。筑堤塞河防水，一俟坏决，危害更甚。后来，虽如《沟洫志》所冷言，“卒塞瓠子（濮阳西南），……导河北行二渠，复禹旧迹，而梁，楚地复宁，无水灾”。所称无水灾，只是相对洪水而言，平原大地其实仍是水灾不少。西汉成帝“元始二年（前15）梁国、平原郡比年伤水害，人相食”。安帝延平元年(10
6)“冬十月，四州大水，雨雹。诏以宿麦不下，赈赐贫人”。永初元年(10
7)，从南方扬州五郡调运租米赡给陈留、梁国等受困贫民。诸州郡地势低洼，常受水困扰，生产很不稳定。
《史记》卷二六《河渠书》云：“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，以通宋、郑、陈、蔡、曹、卫，与济、汝、淮、泗会。……至于所过，往往引其水，益用溉田畴之渠，以万亿计，然莫足数也”。在豫鲁平原诸地穿渠引水以利灌溉，史家说是“莫足数”，众多水渠引水溉田，很有利于农业生产使用。现今尚传世的《管子》，成书时间复杂，学界大多认定其中《治国篇》撰成于汉，它说：“常山之南，河汝之间，早生而晚杀，五谷之所蕃熟也，四种而五获，中年亩二石，一夫为粟二百石”。它清楚地指出河南存在粮食作物的复种，所谓四种五获必将促进粮产增加。汉宣帝时，大司农丞奏设常平仓，从京畿近处籴粮充。过去，“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，用卒六万人”（注：《通鉴》卷二七，五凤四年（前54），按《史记》卷三○《平准书》“孝惠高后时，……漕转山东粟，以给中都官，岁不过数十万石”。）。关东谷，主要是来自河南、山东地区。
《货殖传》称，“淮北、常山已南，河济之间千树ｑｉū＠⑨，陈、夏千亩漆”（注：《史记》卷一二九《货殖传》，《汉书》卷九一《货殖传》。）。还有《史记》卷四九《外戚世家》记汉文帝窦后弟窦广国，幼年时家贫，“为人所略卖，……至宜阳（今洛阳西南）为其主入山作炭”，与他同作的百余人都睡在山岩下，晚上岩崩，广国以外，全部丧生。事例说明鲁豫平原大地在汉代林木分布相当多。“千树ｑｉ＠⑨”唐、宋时人或“引作”千树梨。但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均作“ｑｉū＠⑨”，或作“楸”，而且与“千亩漆”等相连称，楸木用以造船，种子以入药，显然是指经济作物。汉代黄淮平原存在不少林地与果木，是自然界赋予人们的宝贵财富。
二、山东平原
山东平原开发，存在着时间先后和地区的差别。先秦时，山东有齐、鲁等国，齐大鲁小。《货殖传》云：“泰山之阳则鲁，其阴则齐”。胶东主要有莱夷，以畜牧为生。春秋时，齐相晏平仲便是莱夷维人。
上古时，齐地荒间未辟，经济落后。《史记·货殖传》云：“太公望封于营丘（淄博），地泻卣，人民寡”。《盐铁论》卷三《轻重篇》记御史言：“昔太公望封于营丘，辟草莱而居焉。地薄人少，于是通利未之道”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记“太公以齐地负海泻卣，少五谷而人民寡，乃劝以女工之业，通鱼盐之利，而人物辐溱”。姜齐在山东，关注当地鱼盐丰富的特点，本末兼营，“非独耕桑农也”，并不单纯只从事农业生产。
就农事而言，管仲相齐，《国语》卷六《齐语》称，已用铁农具耕地，有利开垦荒田，提高生产率。提倡“深耕而疾之”，深翻土地有助增产，“相地而衰征”，则是按土地质量及其产品分等收税，极大刺激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。《史记》卷四六记田齐代替姜齐。齐威王时，“齐最强于诸侯，自称为王以令天下”，即墨（山东平度东）一带，“田野辟，民人给，官无留事，东方以宁。……齐国大治，诸侯闻之，莫敢致兵于齐二十余年”。这说明从姜齐至田齐，齐地农作一直是向前发展。《战国策》卷八记苏秦对齐宣王说：“齐地方二千里，带甲数十万，粟如丘山”。同书卷一一记鲁仲连对封地在薛（山东微山）的孟尝君说：“君之厩马百乘，无不被绣衣而食菽、粟者，……后宫十妃，皆衣缟ｚｈù＠⑩，食梁肉”。上述诸例表明，先秦时的山东大地己生产菽、粟、绢、布，种植业已相当发达。
《汉书·地理志》转录《禹贡》及《周礼·职方》的记事，表明汉以前，兖、青等地已生产漆、丝，种植黍、稷和水稻。遗憾的是史文缺乏相应的具体说明。
秦统一全国后，山东大地设置了临淄，济北、胶东、琅邪、薛郡等。《汉书》卷六四上记汉武帝时，临淄人主父偃言：“秦皇……又使天下飞刍挽粟，起于黄（今龙口）、＠
(1
1)（今烟台）、琅邪（今临沂地区大部）鱼海之郡，转输北河”。反映胶东山地在秦代已拥有粮食外运。 汉将山东大地分隶豫、青、兖、徐等州，大抵是青州在北、豫、兖、徐诸州在南。汉于山东的千乘（乐安）郡、济南郡、齐郡、山阳郡、泰山郡、东莱郡、临淮郡、东海郡，皆设铁官，铸造铁工具，就近供应、有利发展生产。
汉武帝时，山东民众已注意农田水利，“东海引钜定（泽），泰山下引汶水，皆穿渠为溉田，各万余顷”。（注：《史记》卷二九《河渠书》；《汉书》卷二九《沟洫志》。谨案，钜定泽在青州乐安境（今山东寿光北），离东海甚远，相对说来，兖州巨野泽距东海较近，似应从巨野泽引水，但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均作钜定泽，今不改。）今虽不明其水流走向，可以肯定水渠兴修对农业发展的积极作用。东汉永平十八年
(7
5)，三州大旱，“诏勿收兖、豫、徐州田租、刍稿”。充分证实鲁南诸州郡是广泛向朝廷交租。
章帝建初元年
(3
6)三月，山阳、东平等地发生强烈地震，民生困苦不堪。正是这时，秦彭出任山阳郡守，提倡礼治，不轻易用刑，在任六年，“百姓怀爱，莫有欺犯，兴起稻田数千顷。每于农月，亲度顷亩，分别肥瘠，差为三品，各立文簿，藏之乡县。于是奸吏ｊú＠
(1
3)＠
(1
4)，无所容作”，朝廷视其行事为楷模，让其他各地参照实施，分等收税。泰彭在鲁西南兴起稻田，是汉代初见于史册的山东水田，《禹贡》、《周礼》记兖、青等地，秦以前已种水稻，在史书中却尚未有明确证据。秦彭以后历任山阳郡守也不再提及种稻，估计有水灌溉处是会沿用种植，但可能没有新的 发展 。 直属朝廷诸郡的百姓生活也很困苦。宣帝本始四年（前70）四月诏：“乃者地震北海（今潍坊）、琅邪，……被地震坏败甚者，勿收租赋”。成帝鸿嘉四年（前17）正月诏：“农民失业，怨恨者众，……水旱为灾，关东流冗者众、青、幽、冀部尤剧，……被灾害十四以上，民訾不满三万，勿出租赋”。人们遭受如此严重 自然 灾害，官府才对极少赀产的人酌情免租，是知平日收租必是相当苛刻。
汉元帝初元二年（前47）六月，关东饥，齐地人相食。平帝元始二年
(2)“夏，郡国大旱、蝗，青州尤甚，民流亡”。王莽末年，“青、徐民多弃乡里流亡，老弱者死道路，壮者入贼中”。《汉书·食货志》称，“此边及青、徐地人相食”。这些事例表明水旱虫灾等对山东平原的农业生产 影响 极大，百姓贫困，纷纷流散逃亡。西汉末，声势赫赫的赤眉军便主要由青徐饥民组成。
西汉贾让已指出“齐地卑下”，山东平原地势低洼，易生涝灾，甚至出现海水倒灌，都要严重影响农作。《汉书》卷九元帝初元二年（前47）七月诏，“北海水溢，流杀人民”。《后汉书》卷五五《章帝八王传》载：“质帝立，梁太后下诏，以乐安国土卑湿，租委鲜薄，改封鸿渤海王”。质帝本初元年(1
4
6)五月，“海水溢，……收葬乐安、北海人为水所漂没死者，又禀给贫赢”。这些事例说明低地积水或海水倒灌，极不利于生产发展，严重影响农业的收成。
齐地泰山郡地势较高，赢乡（今莱芜山）产铁，汉置铁官，生产铁农具有助生产。《后汉书》卷记东汉后期，泰山民公孙举反，有众三万人，“守令不能破散”，“废耕桑”。韩韶为嬴县令，“流入县界求索衣粮者甚众。……开仓赈之，所禀赡万余户”。这些贫困户都来自田农。同书卷六三记李固任太山太守，“时太山盗贼屯聚历年，郡兵常千人，追讨不能制。固到，悉罢遣为农，但选留任战者百余人，以恩信招诱之，未满岁，贼皆弭散”。郡兵千人不能压服的反抗大众，只用百余人招引归农，便将 问题 彻底解决了，说明了耕桑的极端重要性。
汉代山东平原广泛种植粟、麦与豆。《汉书》卷九元帝初元二年（前47）七月诏：“岁比灾害，民有菜色，……今秋禾麦颇伤”。《后汉书》卷三九记章帝时，青州刺史王望目睹“饥者裸行草食五百余人”，因开仓赈粟，并为他们添制褐衣。同书卷六六记延熹元年(1
6
6)，陈蕃疏云：“青、徐炎旱，五谷损伤，民物迁流，茹菽不足”。因旱减产，民户吃食豆类也是严重不足。
《汉书·地理志》称，“齐地……东有甾川、东莱、琅邪、高密、胶东”。东莱、胶东与琅邪部分地皆在山东半岛。自秦始皇以来，多位帝皇巡察胶东，以宣威德。胶东所在，低山密布，汉人已于其地耕作。《汉书》卷六四下《终军传》记武帝元鼎中，徐偃出使，“偃矫制，使胶东、鲁国鼓铸盐铁，……欲及春耕种，赡民器也”。他假托圣旨，让胶东、鲁国铸农器，以满足农民春耕时所需农器。《汉书》卷七六记宣帝时，张敞言：“胶东勃海左右郡岁数不登，盗贼并起”。又卷八九记王成为胶东相也是在宣帝时，“劳来不怠，流民自占八万余口，治有异等之效”。盗贼或流民都是和生产失收密切攸关。《后汉书》卷一七记东汉初，贾复“定封胶东侯，食胶东国六县”。即是胶东六县民众都要向胶东侯交租。《后汉书》卷七六《童恢传》记他任不其（山东即墨县）令，“耕织种收，皆有条章，一境清静。……比县流人归化，徙居二万余户。民尝为虎所害，乃设槛捕之”。还是他，贾思勰《齐民要术序》云：“僮种为不其令，率民养一猪、雌鸡四头，以供祭祀，死买棺木”。综上所述，说明胶东东莱郡一带已处于迅速发展中，山地丘陵有虎，不足为怪。令民养鸡豚，象征民间饲养业和耕织业同时在发展。大学者郑玄是北海高密人，年青时家贫，《后汉书》卷三五记他“客耕东莱”，“假田播殖”，颇与一般农者近似。《太平御览》卷一八○引《郡国志》云：“密州高密西有郑玄宅……墓侧有稻田万顷，断水造鱼梁，岁收亿万，世号万匹梁”。案今存《续汉书·郡国志》不见此条，如果宋人所记无误，则是汉代胶东地区已有可观的稻田。
还有必要指出，山东沿海自古已有鱼盐之利，朝廷征收过重海租，极大影响渔业生产。《汉书》卷二四记东莱人徐宫说：“往年加海租，鱼不出，长老皆言武帝时县官尝自渔，海鱼不出，后复予民，鱼乃出”。《汉书》卷二七中之下《五行志》记成帝时，北海出大鱼。哀帝时，东莱平度出大鱼。所称鱼出与不出，当与官府税收政策及渔民们的生产积极性密切攸关。
鲁地位于山东南部。《地理志》云：“鲁地……东至东海，南有泗水，至淮，得临淮之下相、睢陵、僮、取虑，皆鲁分也”。《史记·货殖传》称：“邹、鲁滨洙、泗，犹有周公遗风，……颇有桑麻之业，无林泽之饶，地小人众。”说明鲁地有山水河湖，宜于五谷桑麻和饲养六畜。《韩非子》卷九《内俯说》记：“鲁人烧积泽，天北风，火南倚，恐烧国，哀公惧，自将众趣救火此，左右无人，尽逐兽而火不救”。这是春秋末年鲁哀公时（前494-476）在山野烧泽而田的火耕制生产分式。
周灭殷商，封周公旦于曲阜，《史记》卷三三《鲁周公世家》记其地已生产粟禾。贾谊《新语》卷《春秋》记鲁南小国邹穆公下令，喂鸟要用秕糠，不许用粟。他说：“百姓煦牛而耕，曝背而耘，苦勤而不敢惰者，岂为鸟兽也哉？粟米，人之上食也，奈何其以养鸟也”。显见鲁南诸地，春秋时已用牛耕，盛产粟谷。《史记》说鲁地无林泽之饶，可是，《国语》卷四《鲁语》记鲁国设置了掌山泽禁令的官员“水虞”，鲁宣公（前608-591）在泗水等地滥捕鱼，受到了里草的谏阻。《史记》卷四七记鲁人孔丘“曾为司职吏，而畜蕃息，由是为司空”。是知鲁国境内也曾养牲不少。鲁地 经济 发展，文化亦随之兴旺，成为古代著名儒教中心。
司马迁说，鲁地“颇有桑麻之业”。《汉书》卷五二记御史大夫韩安国非常形象地说：“强努之末，力不能入鲁缟”，用当地蚕丝织成的鲁缟相当结实，竟可以抵挡住弩的射击。
楚汉相争之际，楚人季布协助项羽攻打刘邦，及项羽败死，“布匿濮阳周氏”，在十分无奈状况下，乃将季布“之鲁朱家所卖之，……买置田舍”。朱家素以义侠著称，以季布置田舍，自是用于农作。贾让在哀帝时上奏说：“齐地卑下，……河水车抵齐堤，……时至而去，则填淤肥美，民耕田之”。河岸积淤地通常肥沃宜农。著名经学家贾逵在汉和帝时出任鲁相，“以德教化，百姓称之，流人归者八九千户”。回归本土之流民自是力农之辈。
鲁南山地大致自琅邪而南，包括了沂蒙等地。《越绝书》卷八《越绝外传·记地传》记越王句践曾徙都琅邪（山东胶南县），起观台以望东海，且使楼船卒2800人砍伐松柏，琅邪诸地开始拓荒种殖。《史记》卷四一《越王句践世家》记范蠡辞职后，浮海出齐，……耕于海畔，苦身戮力，父子治产”。很可能是史传有姓名流传于世在琅邪地区从事农作的拓荒者。《货殖传》记“沂泗水以北，宜五谷桑麻六畜，地小人众，数被水旱之害，民好畜藏”。沂泗水以北是包括了今临沂地区在内。临沂银雀山，金雀山汉墓辟出土文物虽不很典型，亦可约略看出汉代生活在山区的人民已存在较高的物质文明。汉元帝时，琅邪人贡禹为谏议大夫，自称年老家贫，有田百三十亩，卖田百亩以供车马，自胶东以至长安，具体证实了胶东存在土地自由买卖的商品贸易行为。汉明帝时，琅邪姑幕（今诸城北）人承宫年少时为人牧猪，后与其妻去蒙阴山（山东蒙阴）“肆力耕种禾黍”（注：《后汉书》卷二七《承宫传》；《三国志》卷六○《钟离牧传》注引《续汉书》记承宫事，文同。），牧猪与种植的地点不同，但都是在鲁南山区。《汉书》卷七一记东海兰陵（山东苍山西南）人疏广父子同为师傅，他解说自家身世，“家自有田庐，令子孙勤力其中，是以共衣食，与凡人齐。今复增益之以为嬴余，但教子孙怠惰耳”。让子孙自食其力，耕种田地，说明师傅子孙亲自耕作与一般编户无异。另一位兰陵人王良，东汉初为大司徙司直，有人目睹其“妻妾布裙曳柴从田中归”，同样是勤于农作。
山区自然环境高低错落，易于造成武装割据，两汉之际，琅邪不其（即墨）人张步曾短暂利用混乱局面割据一刀。王莽末年，“琅邪人樊崇起兵于营”，自称三老，在青、徐大饥前提下，饥民相继加入，迅速发展为声势浩大的赤眉军。 汉代徐州地跨今鲁东南和苏北不少地方，所属东海邵朐县、彭城国彭城具、广陵邵堂邑县（今六合北）、盐渎县（今盐城）、下邳国葛峰山均产铁。
《汉书》卷八一记东海承（枣庄南）人巨衡家贫好学，“父世农夫”，汉元帝时，衡为丞相，初封僮县（泗洪县北）乐安乡；十多年后，政封临淮郡（泗洪南），他派人至僮，“收取所还田租谷千余石入衡家”，受到司隶校尉等人的控告，“衡位三公，辅国政，领计簿，知郡县，正国界，计簿已定而背法制，专地盗土以自益”，衡被免官。可见他在泗洪地区“专地盗土”，侵夺了苏北民众的生产成果，被揭发而免职。 西汉元帝时，贾捐之汉论国事称：“今天下独有关系，关东大者独有齐、楚，民众久困，连年流离，……至嫁妻卖子，法不能禁”。所言齐、楚是指山东大地与西溉楚国（今徐州地区），说齐、楚困穷是和《汉书·地理志》所记“沛、楚之失，……地薄民贫”，颇为一致，是知西汉后期徐州地区生产形势并不很好。
当然，情况是在不断发生变化。汉武帝所置临淮郡，明帝时改称下邳国。《后汉书》卷四四记章帝元和三年
(8
6)，下邳（今邳州南）相张禹以其附近有蒲阳坡（陂），“傍多良田，而堙废莫修，禹为开水门，通引灌溉，遂成熟田数百顷”，于是借贷种粮，劝导种植，“遂大收谷实，邻郡贫者归之千余户”。“后岁至垦千余顷，民用温给”，注引《东观记》云：“得谷百余万斛”。由此可见，苏北陂田在汉代得到不少垦殖，其中可能存在部分稻田。《后汉书》卷三一记安帝时，苏章出任武原（邳州西北）令，适逢饥荒，“辄开仓廪，活之千余户”。县存粮多，是和苏北地域已处于日趋开发形势密切相关。
东海郡位于下邳国北，汉高帝时置郡，亦属徐州。所属朐县产铁，置铁官。《汉书》卷七六记宣帝时尹翁归为郡守，“县县各有记籍，自听其政……县县收取黠吏豪民，案致其罪，高至于死……东海大豪郯（山东郯城县）许仲孙为奸猾，乱吏治，郡中苦之……翁归至，论弃仲孙帝，一郡布粟，莫敢犯禁，东海大治”。在此之前，济南郡守郅都诛杀豪猾晌氏，此后，琅邪郡守李章诛杀囚劫郡守的北海安丘大姓夏长思等，都曾有过较大的镇慑作用。郡内安定，颇有助于当地生产的发展。汉光武帝初封郭后所生儿子刘强为东海王，“优以大封，兼食鲁郡，合二十九县”。刘秀死后，刘强以自己无子，要求封其三女为小国侯，以食东海租税。东海郡位处东海之滨，地势低洼，《汉书》卷七九记冯立在成帝时为郡守，“下湿病ｂì＠
(1
6)”，溽暑蒸人，颇使不少人难以适应，它间接反映出当地生产尚处于较低水平。
徐州西北的丰、沛二县是刘邦在秦末首先犯难之处。他初为沛县泗水亭长，《史记》卷八《汉高祖纪》云：“常告归之田，皇后与两子居中耨”，这是农家妇女家居的正常形象。沛郡沛县，汉属豫州，置有铁官。供应各种铁工具。《后汉书》卷二六《牟融传》记融为丰县令，“事三年，县无狱讼，为州郡最”。显示丰、沛在汉代处于农作的正常发展之中。
《后汉书》卷七载永兴二年(1
5
4)六月，彭城、泗水等地洪灾，桓帝诏云：“五谷不登，人无宿储其令所伤郡国，种芜菁以助人食”。明年六月，下令收葬水流掩死尸骸，房舍败坏，无食贫人，每人给谷二斛。这是官府在淮、泗等地严重水灾后采取劝民种菜，以菜代粮的应急措施。
汉末黄中起义时，陶谦任徐州牧，“是时，徐州百姓殷盛，谷米封赡，流民多归之。（注：《三国志》卷八《陶谦传》、《后汉书》卷七三《陶谦传》。）由此看来，徐州地区在上述大水灾后三十余年间，生产得到了很好恢复与发展。陶谦使其同乡（丹阳）笮融“督广陵、下邳、彭城运粮”，恰当表明诸地户口增益，农业丰收。《三国志》卷四九《刘繇传》记笮融“放纵擅杀，坐断三郡委输以自入”。给生产事业蒙上巨大阴影。初平四年(1
9
3)，曹操征发大军进攻陶谦，彭城之战，陶谦大败，“凡杀男女数十万人，鸡犬无余、泗水为之不流”。笮融乘机将男女万口、马三千足老广陵，杀死太守赵昱，得其资货，嗣后，曹操率大军来战，杀伤极大，徐州地区迅速陷于荒败境地。
字库未存字注释：
＠①原字麝去射加主
＠②原字亻加及
＠③原字氵加廛
＠④原字禾加亢
＠⑤原字禾加戮去戈
＠⑥原字宀下加是
＠⑦原字鱼加同
＠⑧原字礻加右
＠⑨原字艹下加秋
＠⑩原字纟加贮去贝
＠
(1
1)原字月加垂
＠
(1
2)原字艹加甾
＠
(1
3)原字足加局
＠
(1
4)原字足加眷
＠
(1
5)原字钅加且
＠
(1
6)原字疒加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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